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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80年代的安源工人运动，创造了早期中

共工人运动史上的诸多奇迹，其中引人注目的成就

之一，便是探索出一系列工人运动的宣传动员形

式。在这一系列宣传动员形式中，歌谣成为重要的

传播媒介。歌谣不仅对安源工人运动产生了积极的

推动作用，也对中共早期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了较大

的影响。对于安源工人运动时期的歌谣，学界给予

了一定关注，但普遍聚焦于安源歌谣的总体特点和

成就，从政治角度概述其革命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

然而，作为重要动员媒介的安源工人歌谣，其情感动

员功能无疑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召

唤作用，但这一点并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。本研

究将对安源工人歌谣风格的发展演变轨迹进行梳理

与深描，并对其“哀而动人”的政治美学产生的革命

动员影响给予初步考察和阐释。

1 安源工人歌谣风格生成的历史语境

从安源夜校《工人读本》《安源旬刊》中，读者会

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：大致以 1922年 9月的大

罢工为分水岭，安源诗歌内容和美学气质发生了显

著的变化。

1921年11月，李立三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进入安

源，随后一大批中共革命者相继前往，如陈潭秋、刘

少奇、陆沉、李求实、萧劲光等早期安源工人运动组

织者。这些革命者有的留过洋，有的在五四新文化

运动游行示威中充当急先锋。安源大罢工前，占据

文艺主流的革命鼓动新诗，正是出自这些中共革命

者之手。这些携带着狂飙突进色彩的现代诗歌，成

了早期安源革命的启蒙文艺。1922年9月安源大罢

工后，刚健激越的鼓动新诗逐渐隐退，而以民间声音

形态出现的哀苦歌谣悄然登场。这一转变并非偶

然，而是由内外多重因素造成的。

首先，歌谣风格的转变深受工人运动领导者个

人风格的影响。1921年至 1922年 9月罢工期间，作

为安源工人运动主要领导者的李立三，无论是个性

气质还是工作方式，都显露出“冲动、不自我克制甚

至浮夸”的风格，如当时的一位中共领导者所言：“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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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个热情奔放的汉子，只求工作成效，不惯组织的约

束……老是以‘急待解决’为理由……”[1]411一同留学

法国的同学回忆，“推翻、打倒、杀掉”等口号“成了他

的口头禅”[2]10。而这种激进方式在安源工人中却颇

具吸引力，革命知识分子的诗歌创作也因此受这种

“高歌猛进”氛围的影响。安源大罢工结束后不久，

李立三离开安源，安源工人俱乐部工作由刘少奇接

管。与李立三激进浮夸的风格不同，刘少奇是一位

“传统的列宁主义者”“罕有表现出兴奋的模样”[3]76。

其次，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导致歌谣风格转向的

深层原因。1922年的激情狂热过后，为了避免遭遇

军阀发动的像京汉铁路“二七惨案”那般残酷的镇

压，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采取了“挽弓待发”的防御姿

态。刘少奇在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工作，也由之前猛

烈的阶级斗争转向基层教育和文化活动。除因时局

的必要性之外，中共对于文化动员的强调与重视，也

符合了当时列宁的思想。1923年 1月，列宁在生命

的最后阶段，开始提倡“文化革命”工作：“从前我们

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、革命、夺取

政权等等方面，而现在重心改变了，转到和平的‘文

化’组织工作上去了。”[4]773向“和平”“文化”的转向无

疑宣告了一种温和的文化动员形式。

以上两点构成了安源歌谣风格转向的外部推动

力，而毛泽东在安源大罢工前夕针对罢工提出征用

“哀而动人”的动员策略，则成了安源歌谣美学形态

发生变化的内部推动力。罢工前，毛泽东致信李立

三，指出罢工须以温和方式进行，必须取得社会舆论

的同情和支持，最关键的是，毛泽东从老子的名言

“哀兵必胜”中汲取灵感，要求创制出“哀而动人”的

罢工宣言[5]98。在这一精神指导下，李立三提炼出了

极具煽动性的口号：从前是牛马，现在要做人。同时

编写歌谣《俱乐部全体工人泣白》，印成传单，各处散

发。为博取广大民众对工人罢工原委的同情，李立

三起草了一份罢工宣言，将工人的强烈抗议做了详

细解释，以工人生存的痛苦境遇来阐明工人们绝望

的自卫性动机：

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!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

呵!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，是何等的丧失人格

呵!……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!……我

们要命!我们要饭吃!现在我们饿着了!我们命要不成

了!我们于死中求活，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

段。……我们要求的条件极正当的，我们死也要达

到目的。我们不做工，不过是死!我们照从前一样作

工，做人家的牛马，比死还要痛苦些。……我们两万

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[6]41!
这些悲伤的呐喊反映了工人的现实遭际。革命

者和工人一起下矿井，目睹“矿区职员，自矿长至各

下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，无不可以殴打工人，工人对

于其无理命令，亦不敢稍有违抗。工人有稍不如意

者，即滥用私刑，如跪火炉，背铁球，带篾枷，抽马鞭，

跪壁块等，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”[6]116。以此而引发

了社会舆论“人生而受此，诚奴隶牛马之不如矣”的

同情。“采煤工作面通常很低矮，工人无法直立，只能

蹲着或侧躺着挖。挖下的煤，用篾箕拖或挑到主巷

道再由电车拉到地面。二三尺高之煤窿内的炭一一

须甩竹筐拖出，身体较大的人，自然不能担任此种工

作，必须这班身体较小的青年，才能行走如意，他们

工作时使力，非用手，亦非用肩膀，乃是伏身头顶，如

牛马之驮车一样。”[6]868有关工人悲惨的生存状况，安

源煤矿矿长李寿銓的日记中也有记录：做工环境异

常恶劣，矿井内有些巷道和工作面因通风不良，温度

很高，工人常在摄氏三十六七度甚至更高的温度下

劳动。矿井内不备饮水，工人们不得不喝地下渗出

的脏水解渴甚至充饥。由于安全设备差，加上工头

职员作弊而使窿内工程质量差，冒顶、穿水、瓦斯爆

炸等事故经常发生[7]46。由此可见，安源工人歌谣的

情感表现形式在前后期发生的变化，与其外部政治

形势和工人现实境遇紧密相关。

2 革命知识分子/安源工人抒情主体的叠合与变奏

安源工人运动时期的文艺动员是一种情感动

员，它将工人的苦难生活进行艺术化的形象呈现。

当时出现的一类诗歌和歌谣创作，呈现的就是将残

酷的现实向艺术转化的过程。但这个表现的过程经

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：最初由安源革命知识分子的

“他者”身份讲述工人之“苦”，转变到工人自己讲述

自身之“苦”。前者有安源工人俱乐部负责人陆沉创

作的《在萍矿直井口见窿工出窿》：

我的一颗陶醉的心儿在胸中一跃一跃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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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机械声、烟囱声相应着；

——同是活泼泼的人类，

为什么大部分的兄弟们，

做整天的牛马；

唉!更连牛马的生活还不如的生活中寻生活呵!
他们原是世界的创造者，

人类之母；

他们用了他们的力和汗，

化成了极甜蜜的乳汁，

哺育了这万恶的全人类，

神圣呵!
伟大呵!
我没有方法赞扬他们了。

机械的声音更大了，

烟囱的声音更高了，

他们的乳汁更浓了，

他们的呼声也更悲惨了；

他们残伤了的状况更叫我不敢看了!
愁惨的黑幕呵，

何竟罩满了大地了么[8]22-23?
诗歌由煤矿井口窿工出窿的情景延伸开，通过

“牛马”“甜蜜的乳汁”“呼声更悲惨”“残伤”等修辞意

象，将工人“愁惨的黑幕”生存状况做了同情式抒写，

情感的投入颇为深切。但不难看出，这是一种知识

分子的独白式哀叹，虽然对工人抱有深切的同情，但

通过“他者”的眼光“观看”，似乎很难在真正意义上

与工人的苦难感产生强烈的共振。

这一抒写方式似乎无法与传统文人对下层社会

的人道主义同情完全区别开来。比如，古诗《悯农》

中“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”，《养蚕》中“遍身罗绮

者，不是养蚕人”，诗人哀叹的是受剥削的农民痛苦

的生活状态。直到五四时期，现代新诗依然延续了

这一主题，如胡适的《人力车夫》和刘大白的《卖布

谣》。但这类叙述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“远观”范畴，

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同情。这在胡适的《人力车夫》中

表现尤为深切：“客看车夫，忽然心中酸悲/‘你年纪

太小，我不坐你车/我坐你车，我心中惨凄。’/车夫告

客：‘我半日没有生意，又寒又饥，你老的好心肠，饱

不了我的饿肚皮。’/客人点头上车，说：‘拉到内务部

西!’”①叙述人虽然对“年纪太小”的车夫心生悲悯，

可在一瞬间的“酸悲”过后，还是点头上车去了“内务

部西”，回归到与劳动者的“分离”状态。车夫的回答

也无意中对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做了一番嘲讽，“你

的好心肠，饱不了我的饿肚皮”。从而道出了资产阶

级人道主义应对现实时的疏离感和无力感。相比较

而言，安源诗歌《在萍矿直井口见窿工出窿》还是呈

现出了一定的超越性，发现工人之苦的革命知识分

子，尽管与工人在情感层面还未形成血肉联系，但显

然追求的已不再是精英知识分子无利害的静观，“观

看”里已经充满了明确的政治倾向。换言之，叙述主

体与工人已同置于一个空间场景，参与到整体性的

社会运动中，因而在文本与行动、知识与实践之间达

成了关联。

1923年的安源革命将工作重点转向文化动员

后，革命者意识到，他们为工人的“哀号”代言，并不

能完全产生真正的“动人”，只有以工人自身为诉苦

主体，抛却前期激进的概念化和口号化的话语，进

入工人的日常生活、感受他们的亲身遭遇，才有可

能召唤出无产阶级的情感。这一策略的转向调整，

在工人歌谣内容和形式的重新结构中得到表征。

以下三首呈现的便是工人歌谣中悲哀情感表达的

一种变化。

《萍乡矿工山歌》

听得喂(尾)子放一声，

半夜五更要起身；

白的进去黑的出，

一天到夜力用尽；

受得骂来挨得打，

才能弄到半升米；

可怜可怜真可怜，

归家要养一家人[8]19。

《工人农人的生活》

春日晴，麦苗青；

夏日长，麦秆黄。

割麦!打麦!
农夫忙!
做成面包自己没有尝!
做工的；实可怜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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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更起，三更眠；

做了一天工，

赚不得两角钱，

籴得米来又无盐[8]26。

歌谣一改先期急促紧迫的节奏，关闭了激烈呐

喊的文本情绪，奏响了低沉阴郁的调子。以工人自

己的口吻，讲述其“半夜五更起身”劳动，却过着食不

果腹、衣不蔽体的生活，“上没有衣，下没有裤”，超长

时间下矿劳作，勉强买上了米，却又无钱买盐，工人

生存之困苦一览无遗。物质的贫穷是身体受难的表

现之一，疾病、伤残、死亡又构成了身体受难的另一

种面相。“秋季叹来莫奈何/挑炭工人疾病多/三伏之

后是秋燥/个个卧病无医药。”[8]27“一条绳索套肩上/皮
开肉绽筋骨碎/当牛做马饿断肠。”[8]17歌谣通过一系

列惊悚的、触目惊心的身体痛感修辞，传递出工人的

绝望受难感。从挑煤到下矿挖煤、拖煤，整个劳动环

节都得到描述。更进一步讲，这种痛苦不是安源煤

矿工人“我”独有，而是祖辈世代因袭已久。《挣得饭

来衣又缺》描述的正是这种家庭谱系的痛苦链，以及

其中包含的复杂的社会阶级矛盾。

《挣得饭来衣又缺》

我祖父一世打铁，现在是精疲力尽；

我爸爸会做机器，身手轧成三截；

叔叔帮人种田，后来又是吐血；

我呢，来到萍矿做工，受了重重压迫!
无休歇，挣得饭来衣又缺[8]836。

从“我祖父”到“我”，每一代都因为生计遭受着

身体的苦痛或灾难。这一苦难的讲述在家庭谱系中

展开的同时，也交织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历史脉络

里。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入侵下，中国农村自然经

济遭到严重破坏，家庭手工业模式在资本主义的社

会化大工业冲击下纷纷解体，以致于“我祖父”为维

持铁匠手工业，累到“精疲力尽”也没能改善生活；同

样由于这一冲击，“我爸爸”“做机器”从事大工业生

产，却遭到“身手轧成三截”的厄运。安源工人俱乐

部 1923年编写的《小学国语教科书》中的《机器》一

课，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冲击带来的恶果：“自从断

命的机器来了，店也倒灶了，工也没得做了，现在四

散的四散，饿的饿，死的死……”[6]795“叔叔帮人种

田”，但由于晚清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“大部

分土地掌握在地主、皇族、寺院和各级官僚手中”

“土地的高度集中，迫使农民失去土地，转而向地

主佃耕，他们除了向地主缴纳收获物一半以上的

地租以外，还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和名目繁多的苛

捐杂税”[9]。因此，“叔叔”也被沉重的剥削和繁重

的劳动压迫到“吐血”。通过以工人为主体的诉

苦，讲述祖孙三代身体受难的惨烈情景，从而摒弃

了前期安源诗歌中的抽象呐喊，使得情感动员变得

具体而又真切。

个体的直观诉苦是工人哀歌中的一种，但同时

还出现了凸显贫富矛盾的阶级苦歌。1923年的安源

《小学国语教科书》，将《水浒传》歌谣“赤日炎炎似火

烧/野田禾稻半枯焦/农夫心内如汤煮/公子王孙把扇

摇”编入其中 [6]799。1925年《安源旬刊》上刊登的《四

季农夫自叹》是这一主题的扩展。

《四季农夫自叹》

春季里来闹沉沉，耕田播种忙死人，富者狂歌游

春乐，可怜农夫苦辛勤!
夏季里来热难当，炎天锄草更个忙，富者摇扇还

恨热，可怜农夫汗如浆!
秋季里来百草黄，获谷担禾登稻场，富者个个闲

游荡，可怜农夫整天忙。

冬季里来北风寒，谷米齐储主人仓，富者拥火深

居阁，可怜农夫号饥寒[8]28!
与安源激进诗歌中的剑拔弩张不同，《四季农夫

自叹》并未将革命的意图和盘托出，不再将阶级冲突

直接表现，而是通过讲述农夫之“苦”，含蓄地表达其

中的尖锐矛盾。其主要以一系列反义词汇描述贫富

差异：春天富者可以享受“游春乐”，而农夫却在田间

“苦辛勤”；夏天富者游玩着“摇扇还恨热”，可怜的农

夫却锄草“汗如浆”；秋天富者“闲游荡”，农夫担禾割

稻“整天忙”；寒冬富者“拥火深居阁”，忙碌了一年的

农夫却还在“号饥寒”。这种含蓄隐晦地表现阶级对

立的文艺作品，在众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中都有所表

现，以歌谣体和圣诗体创作的英国宪章诗歌《贱民之

歌》《衬衫之歌》是传布较广的代表作。

《贱民之歌》

我们虽低贱——还配种种庄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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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太低贱，不配吃面包片。

……我们太低贱，不配表决捐税，

我们虽低贱，却配吃面包片。

我们虽低贱，还配筑屋造房，

我们太低贱，不配在地板上行走。

《衬衫之歌》

干呀，干呀，干呀，直干到头昏脑痛；

干呀，干呀，干呀，直干到两眼朦胧；

老天爷啊，粮食如此昂贵，我们的血肉这样

低廉 [10]106。

尽管恩格斯批评它们为“使资产阶级女郎们流

了不少怜悯的但毫无用处的眼泪”的诗歌，只是“希

望吟唱贫穷、饥饿、肮脏、疾病的歌声，能‘传到富人

耳中’”，是一种“向富人‘告饶’或是博取同情，求他

们发发慈心”[11]498，但这一“哀而动人”的哭诉，不能不

说对英国工人认知自我生存困境，从而组织革命情

绪产生了一种推动力。

3 形式与修辞：从现代自由体到传统民间调式

苏珊·朗格指出：“情感不可能完全存在于人们

视为‘内容’的可感觉的范畴，还将弥漫于艺术作品

的形式因素与美学因素之中。”[12]70安源工人歌谣不

仅以内容承载情感动员功能，同时也通过形式和修

辞意象发挥作用。在安源工人歌谣创作发展脉络

中，歌谣形式由前期的西方现代自由体转向后期的

本土传统民间调式。

《工人学校校歌》作为前期歌谣的重要代表作，

充满了鲜明的狂飙突进的自由体色彩。“猛攻!猛攻!
捣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!奋进!奋进!”“先锋军!猛攻!
猛攻!……后备军!齐上!齐上!……妇女军，兴起!兴
起!”[8]31重叠复沓的修辞、短促有力的节奏，构成了激

越回旋的音响结构。形成这种激越抒情风格的主要

因素，与早期共产党创作者的思想密切相关。这些

创作者有的留学苏俄，对名噪一时的俄国革命诗人

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创作风格自然熟稔于心。标语

口号形式、势不可挡的煽动激情以及破坏的冲动构

成了马雅可夫斯基革命诗歌的主要风格。与此同

时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对中共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

深刻的影响。郭沫若早期诗歌，便吸引了无数革命

青年。“啊啊!不断地毁坏!/不断地创造!/不断地努力

哟!/啊啊!力哟!力哟!/力的绘画，力的舞蹈，力的音乐/
力的诗歌，力的律吕哟!”②呈现的便是自由豪放、气

势汹涌、急促强力的情感基调。郭沫若诗歌创作深

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启发。郭沫若曾回忆自己于

1919年在日本相遇惠特曼《草叶集》的情景，坦言《草

叶集》的现代自由体诗风对他创作产生了影响，尤其

被其急促昂扬的无产阶级意识的语调深深吸引。因

此，安源革命者的早期诗歌和歌谣创作，自然携带着

刚健有力的风格色彩。

后期安源歌谣创作实践“文化置位”策略，在形

式和修辞上逐渐回归本土，因而在后期安源歌谣中

大量出现“孟姜女变调”的形式。

《挑炭工人四季叹气》

株洲工人张名扬投稿

春季叹来雨水天，挑炭工人受煎熬；

大雨纷纷无遮地，一天赚了角多钱。

哎哟!可怜!可怜!
夏季叹来热难当，挑炭不能避太阳；

烈日炎炎汗滴滴，那有时刻去乘凉。

哎哟!难当!难当!
秋季叹来莫奈何，挑炭工人疾病多；

三伏之后是秋燥，个个卧病无医药。

哎哟!难磨!难磨!
冬季叹来雪飞飞，挑炭工人好伤悲：

赤脚草鞋雪地走，北风狂狂满身吹。

哎哟!吃亏!吃亏[8]31!
《挑炭工人四季叹气》和《四季农夫自叹》的曲调

是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的小调形式。“四季体”和“十二

月体”是民歌小调“孟姜女调”的变体 [13]。无论是唱

四季还是从一月唱到十二月，都在说明时间的循环

与轮回，与现代时间相对，反映了受苦人的宿命无法

改变。“《孟姜女》调是由明清俗曲演变而来的小调，

亦称‘春调’……有众多变体，内容上通过孟姜女丈

夫修筑长城这一特定的故事情节，采用多段歌词依

次对四季一一描述……”[14]这些变体中还包括“十二

月叹花”“梳妆台”“十杯酒”“叹十声”“思凡”等，主题

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：“一，诉说离别悲怨之情，如

《孟姜女》《月儿弯弯照九州》《叹十事》《苦百姓》《长

工谣》；二，描述爱情故事，如《十杯酒》《梳妆台》《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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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人》；三，叙事性内容，《白娘子》《三国汉》《五棵树》

《打官司》。”[15]通过孟姜女的民间故事，不难推测“孟

姜女调”当属悲怨哀愁的民间调式。安源工人歌谣

征用“孟姜女变调”唱出工人苦难，在内容和形式之

间建立了情感的同一性。

除了以民歌体改造安源歌谣的表现形式，修辞

意象也表现出回归本土传统的变化。最为典型的是

诸如李立三从“哀而动人”中受到启发提炼出“从前

是牛马，现在要做人”的“牛马”意象。现存的十四首

安源工人歌谣中，含有“牛马”“狗”等修辞的歌谣就

有九首。比如，“少年进炭棚/老来背竹筒/病了赶你

走/死了不如狗”“小窑洞，高尺八/像个狗洞要人爬”

“当牛做马饿断肠”“做整天的牛马/唉!更连牛马的生

活还不如的生活……”“舒楚生，罪恶大/把我工人当

牛马”“资本家，只管他，利润加厚；待我们，好像那，

奴隶马牛”[8]15-40。

从追溯的视角来看，以“牛马”隐喻精神受难的

诗作并非安源独创，陈天华的《猛回头》弹词：“怕只

怕，做非洲，永为牛马!怕只怕，做南洋，服侍犬羊。”③

“哀而动人”策略之所以在安源革命动员中起到重要

的推动作用，与“牛马”这一修辞后面承载的意义有

密切关联。“一首诗的内容不仅仅是情感，而且是被

组织的情感，一种被组织了的对于外在现实的片段

的情感态度”[16]，安源革命动员中的口号歌谣，正是

通过被组织的情感塑造革命需要的心理结构，从而

生产出一种革命意识。这个形塑手段最明显体现在

“牛马”等动物意象的征用上。阿甘本专门探讨了一

种“例外状态”的生命，即赤裸生命，也叫做“牲

人”[17]31。按照阿甘本的说法，人的完整生命通常而

言有两种属性，一种是动物生命，一种是政治生命。

然而，也有一种例外状态，人沦为只剩一种属性，即

动物生命，不受政治法律的保护，可以随意被处置，

这是一种不被神接纳，因而不能被献祭的生命，这也

是《祝福》中祥林嫂为什么关心人死后有无灵魂的问

题。这种生命在政治层面实则与“牛马”“猪狗”无

异。洛克认为，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最主要的差

别不是政治，而是经济。“人如果没有财产的话，就是

动物；财产是生命和自由的保证。没有财产就没有

自由，就没有人的独特的生命形式。人权的核心是

财产权。”[18]在这点上，洛克和马克思同样将人看作

是经济动物。因此，一旦财产被剥夺了，那么也意味

着人权的剥夺。人一旦没有财产了，也就意味着人

进入动物状态，甚至是赤裸生命的状态。“在这个意

义上，如果说，阿甘本笔下的犹太人是赤裸生命的

话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，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也是

赤裸生命——资产阶级就通过各种方式的财产剥

夺，制造了一大批无产阶级。”[18]无产阶级仅获取满

足最低生活资料的工资报酬，以确保作为资本主义

再生产的工具。无产者活着，仅仅是作为能够被利

用的动物而活着，如牛马式地活着。

中国共产党在安源的情感动员策略，最重要的

便是发现了安源工人的“动物性”，使工人意识到自

己的无产者地位，强化其“牛马”甚至“牛马不如”的

处境，唤起他们对做人尊严的渴求，从而使得工人们

如阿甘本在《例外状态》中所探讨的，在生命政治控

制下走向死亡的“牲人”群体具有转化为抵抗者的可

能性，获得政治和经济两层面的生命，摆脱赤裸生命

重新做人。政治与经济诉求在安源工人罢工提出的

条件中均有所体现，当时中国共产党迫于自己的武

装力量并未形成，也将罢工目标指向了政治与经

济。罢工胜利后达成的协议有十三条，其中第一、二

条涉及工人代表权，为政治权利要求，其他均为经

济诉求。俱乐部发出“敬告安源工友”：“增加工资，

减少工作时间，不过是劳动运动初期的一种手段，

决不是劳动的目的。这种运动在相当的期间内固

然是可以作的，但同时要把眼光放远些……你们应

当培养实力，联合全国的无产阶级准备作根本的解

放运动，就是‘夺取政权’，‘管理生产’，‘向人讨饭

吃不如自己做饭吃’。”[6]86获得经济生命是第一步，

政治生命的获取是最终目标，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完

整属性的人。

4 余论

安源工人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兵源之

一，而井冈山红军也构成了赣南苏区革命根据地的

重要组成部分，因而安源工运的动员模式不可避免

对赣南苏区产生影响。不难发现，苏区革命根据地

的动员大量运用歌谣启动底层民众的感觉结构，从

而传播革命思想[19]，正是征用了“赤裸生命”和“哀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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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人”政治美学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。1934
年，中央苏区出版的《革命歌谣选集》，出现了大量苦

难控诉的歌谣：《新十杯酒》中地主逼债的走投无路；

《农民苦》《月光光》中农民一年辛苦劳动，仍缺衣短

穿的辛酸凄苦；《十二月妇女苦》中婚姻不自主以及

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“歌吟”。在这些歌谣中，“牛

马”“猪狗”的意象仍然继续沿用。苏区宣传骨干李

伯钊编写的大量舞台戏剧，也在吟“苦”上做了大量

的文章，以“苦”扩红、以“苦”稳固投共部队的军心。

1934年5月，在国民党围剿日益逼近之际，博古著文

试图以“哀而动人”的政治美学唤起军民斗志：“不能

再忍受牛马地狱猪子娼妓的厄运”“每一个工人农民

劳动者，我们愿意再过从前的黑暗的牛马生活么?愿
意被人任意鞭打随便屠杀么?愿意像猪狗一样再鞭

打之下去修工事筑马路么?”[20]而在延安乃至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，则将“苦”的运用提

高到自觉严密的组织训练层面，创造了诉苦形式，并

形成了一套严谨的机制模式——“提高情绪”、“大胆

控诉”、训练“苦主”等。针对这一问题，勒庞的情感

态度虽然稍显偏颇，但其中对革命主体苦难征用的

描述，还是道出了革命动员中的一些核心问题：“如

果革命想取得成效，它就必须依赖普遍的不满和普

遍的希望”，革命者需要向革命主体灌输“当前的政

府是一切苦难尤其是长久之匮乏的唯一根源；并向

人们保证说，他们所提议的新制度将造就一个幸福

的时代。借助暗示和传染这两种途径，这些思想得

以萌发、传播，一旦时机成熟，革命也就水到渠成

了”[21]9。不过苏维埃革命动员不限于口头的允诺，重

要的是在尝试多样的社会改造治理中，为农民提供

平等、权力、尊严、身份感，这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

忽视的政治心理基石。

注释：

①详细可参见胡适《尝试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4年

版，第162页。

②此段引文出自郭沫若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》，详细可参

见《郭沫若选集(上)》，北京开明书店，1951版，第23页。

③详细可参见刘晴波，彭国兴编著的《陈天华集》，湖南人

民出版社，1982年版，第3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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